
粮食安全视角下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构建与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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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食物消费结构多元化、种粮成本不断上涨以

及粮食进口量攀升等多重挑战。 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蕴含着管控耕地用途、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农民增收等

多重逻辑,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应在坚持严守耕地红线、助力粮农降本增效、促进科技创

新、推动绿色生产等原则的基础上,加快构建以“分类定级—动态管理—协同治理”为核心的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

制度。 与此同时,为确保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发挥长效作用,需要将相关措施纳入粮食安全战略,强化党政同

责目标考核,完善目录清单管理机制,并不断优化补贴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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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

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余年来,不仅改变

了农业基础薄弱、人民生活贫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而且用仅占全球 9%的耕地和 6%的淡水生产出

占全球 25%的粮食,养活占全球近 20%的人口①,为
世界消除饥饿贡献了中国力量。 近年来,围绕保障

粮食安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效地促进

了粮食生产。 自 2015 年开始,我国粮食总产量已连

续 10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2024 年首次迈上

1.4万亿斤的新台阶[1] 。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国

已经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但粮食

供给仍然存在总量不足、“北粮南运”粮食生产格局

不平衡等隐患[2] 。 特别是,我国在饲料、油料、糖料

等方面的产需缺口仍在持续扩大,部分品类如大豆

等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偏高。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耕地是粮食生产

的命根子。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

加快,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生态恶化等问题逐

渐显现,并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一定冲击。 部分地

区将农业结构调整简单理解为压减粮食生产,个别

农业经营主体违规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挖塘,一
些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耕地改种非粮作物等,致使

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现象日趋严重。 对此,国
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

“非粮化”。 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坚决

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规定“严禁违规占

用耕地绿化造林”,出台的《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
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 提出“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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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和用途管制,严格控制耕地转

为林地、园地等其他类型农用地”。 从学术研究层

面看,学者们普遍认为科学治理耕地“非农化”和

“非粮化”是实现农作物种植结构合理化、落实耕地

保护常态化的必要途径和重要前提[3] 。 一些学者

从完善法律法规[4-5] 、提高政府统筹能力[6-7] 、推
动土地流转[8] 、推进农业技术创新[9] 等方面提出

了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治理建议。 然而,过分

强调主粮供给的传统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治
理与居民日益多元化的饮食需求逐渐脱节[10] 。 因

此,有必要立足新的食情、农情,重新思考保障粮食

安全和防止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的治理策略。
作为对粮食安全内涵深化以及防止耕地“非农

化”和“非粮化”的有效回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提出:“健全保障耕地用于种植基本农作物管理体

系。”②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制定基本农

作物目录,建立耕地种植用途监测体系”。 《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规划 (2024—2035 年)》 进一步提出:
“健全保障耕地用于种植基本农作物管理体系,确
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7.5 亿亩左右、谷物面积

14.5 亿亩左右。”③建立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
不仅有利于保障主粮绝对安全,还能兼顾地方特色

农产品发展,协调粮食生产与农民增收之间的潜在

矛盾。 在此背景下,聚焦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等系

列目标,进一步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加快健全基本

农作物目录管理体系,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政策和

实践课题。

二、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基本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不断取得新突

破,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历史

性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 但近年

来在消费结构升级、气候变化与资源环境约束日益

突出的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仍然严峻,面临需

求增长、总量承压和进口依存度高企等挑战。
(一)消费升级与食物需求多元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及营养健康理念普及,食物消费需求逐步从“吃得

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膳食结构呈

现营养化、健康化特征[11-13] 。 数据显示,我国人均

肉蛋奶和瓜果蔬菜类等副食消费数量日渐增加(见
图 1),城乡居民优质蛋白和多元化营养摄入需求快

速增长。 在“粮肉菜果鱼”多元化食物消费模式的

推动下,农业生产也逐步从单一粮食导向向“主粮

保安全、副食提质量”方向调整。 然而,肉蛋奶等副

食产品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玉米、燕麦等饲料粮[14] 。
膳食结构升级推动饲料粮需求量高速增长,一方面

加剧了粮食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在一定程

度上挤压了粮食作物的生产空间。 特别是在耕地资

源有限的情况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力愈发凸

显。 因此,亟须通过构建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
统筹有限的耕地资源,科学界定农作物种植优先序,
平衡“主粮安全”与“饲料缺口”之间的矛盾。

图 1　 2013—2023 年我国农产品人均消费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 2014—2024 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二)利益驱动与耕地“非粮化”加剧

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呈现“口粮绝对安全,但总

量承压”的基本特征[15] 。 尽管国家通过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等一系列战略举措保障了粮食基

本产能,但结构性风险仍在持续累积。 “理性”的农

业生产者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倾向于在有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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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源上种植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高附加值经济作

物,导致粮食作物种植空间被持续压缩。 数据显示,
自 2016 年以来,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呈逐年下降

趋势(见图 2),耕地“非粮化”水平逐年攀升。 与此

同时,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推进,观光农业、设施农

业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加速扩张,进一步加剧了耕地

“非粮化”趋势和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 在此背景

下,构建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健全耕地用途管

理体系,引导资源要素向基本农作物倾斜,不仅有助

于实现耕地资源的科学配置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

给,也对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

图 2　 2006—2023 年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及占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 2007—2024 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三)结构失衡与粮食进口量攀升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呈现“产量高位运行与进

口依存度攀升”并存的复杂态势,粮食供求结构失

衡问题突出,部分蛋白类食物的供求缺口不断扩大,
粮食进口量也将不断增加。 数据显示,自 2015 年以

来,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 10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牢牢守住了“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 但也应该

看到,我国粮食总体自给率在近 15 年来呈现出逐步

下行的趋势,由 2006 年的约 95%下降至 2021 年的

不足 85%④。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豆进口依存度

高企,自给率连年下降。 2006—2021 年,我国大豆

自给率从约 35%逐年下降至不足 20%⑤。 大豆自给

率偏低以及由此导致的蛋白饲料原料自给率偏低,
已成为我国保障食物安全最为突出的短板。 地缘政

治冲突、极端气候事件和国际市场动荡的相互叠加,
放大了外部供应波动对国内粮食安全的潜在冲击。
在此背景下,加快构建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确
定主粮和战略性作物种植优先级,统筹耕地资源分

配、技术研发投入和政策保障措施,对于有效遏制粮

食自给率下降趋势、平衡国内产能与国际供给关系、
筑牢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粮食安全防线等,就显得

尤为重要。

图 3　 2006—2021 年我国粮食自给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粮食年鉴》(2019 年后更名为《中国粮食和储备物资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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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粮食安全视角下构建基本农作物
目录管理制度的核心要义

　 　 新发展阶段,我国的粮食安全目标已从单纯追

求产量转向提升产品质量、稳固主粮生产并保障农

民收益。 面对消费升级推高饲料粮与油料需求、利
益驱动引致耕地用途变化以及重要农产品进口依存

度持续攀升的叠加风险,亟须建立基本农作物目录

管理体系,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一)构建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的价值

意蕴

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通过划定作物种植空

间、引导生产资料集聚、完善收益保障机制,协同实

现耕地用途调控、生产效率提升和农户收入增长,可
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化支撑。

第一,构建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是强化耕

地用途管控的关键举措,有助于确保土地资源的合

理利用。 我国是人口大国,耕地资源长期面临“三
少”压力,即“人均耕地少、高质量耕地少、可开发后

备资源少”。 基本农作物目录制度以法定清单形

式,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将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

于基本农作物生产,集中力量把重要农产品保住守

好,确保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在基本农作物目录管

理制度框架下,政府部门通过明确主粮与战略性作

物的优先保护地位,将稻谷、小麦、玉米等核心口粮

供给与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建设精准联结,把
“守面积”转化为“稳品种、稳布局”的结构性保障,
对于提升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夯实农业高质量发展

根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二,构建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是提升农

业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加快

农业现代化。 在资源环境刚性约束趋紧、要素边际

报酬递减的条件下,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成为现代农

业突破规模极限、强化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课题。 基

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的构建,有助于将不同层级、
不同部门的资金、技术和信息引导到保障目录基本

农作物稳产稳供这一核心目标上来,使补贴、保险、
农机、信贷等工具形成集聚效应,推动公共投入与市

场资源的有效结合,避免生产要素错配。 由于基本

农作物目录本身界定了应当重点扶持的作物类别及

其保护优先序,任何公共投入或市场主体在品种选

择时都可以直接对照清单,避免了“撒胡椒面”式的

资源分散配置,从而能够在总投入规模不变的情况

下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第三,构建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是促进农

民增收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经营收益并

增强收入韧性。 一方面,依托目录导向,各地可以在

保障口粮种植任务的基础上,集中支持符合当地生

产实际的特色优势品种,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通
过培育品牌和产业集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而提

高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 另一方面,相较于以往单

一粮食作物的种植模式,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

推动了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多元化配置,使农民能够

在不同作物间实现收益互补。 多元化的种植格局既

能降低生产风险,又能分散市场风险,从而提升农户

的抗风险能力,进而增强收入韧性。
(二)构建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的基本

原则

基本农作物目录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强化耕

地用途管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物种植管理清单,能
够通过明确重点保障作物的类型与种植范围,为财

政补贴、技术推广、风险防控等配套政策实施提供指

向依据。 构建基本农作物目录,应当聚焦农业“稳
产”“提质”等目标,遵循严守耕地红线、助力农民增

收、坚持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等基本原则。
1.严守耕地红线,提高耕地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

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构建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

制度,需要坚持严守耕地红线、提高耕地质量等原

则,保障主粮作物和战略性作物的有效种植和稳定

供给。
一方面,严守耕地红线是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

体系建设的底线约束。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

快,粮食比较收益下降,以及城乡居民膳食结构调

整,耕地“非粮化”趋势日益凸显,农户与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普遍倾向于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非粮作

物。 对此,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决遏

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确保良田粮

用。 构建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体系,应将主粮作物

(如稻谷、小麦、玉米)及战略性作物纳入优先种植

范围,在空间上统筹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与高标准农

田为“粮食生产功能区”,从制度上确保耕地资源配

置向粮食安全核心作物倾斜。
另一方面,提高耕地质量是落实基本农作物目

录管理制度的重要前提。 《2019 年全国耕地质量等

级情况公报》数据显示,我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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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 76⑥,整体偏低且区域性退化问题突出[16] 。
以东北黑土地为例,近年来黑土层“变薄、变瘦、变
硬”趋势明显,耕层厚度每年下降 2—10 毫米,有机

质含量较开垦初期下降超过 40%[17] 。 在此背景

下,若缺乏高质量的耕地支撑,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

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就可能陷入“有制度,无承载”的
困境。 因此,应加强耕地保护,加快高标准农田建

设,并配套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补偿、盐碱地改良

专项补贴等举措,不断提升耕地质量。
2.助力粮农降本增效,保障农民比较收益

我国农业生产面临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等现

实困境,导致农户种粮意愿持续下滑,农户兼业或非

农就业趋势明显,给主粮和战略性作物的稳定供给

带来一定挑战。 在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构建与

实施过程中,要按照“节本、增收、减灾”的基本思

路,优先保障农民收益,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第一,降低生产成本是确保基本农作物稳定种

植的重要前提。 当前农业生产面临人工、土地、农资

等要素价格持续上涨的严峻挑战[18] ,直接挤压农

民收益空间。 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应作为政府

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推动财政、金融和市场支持政

策向主粮与战略性作物倾斜。 例如,鼓励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开展农资联合采购和全程机械化托管,引
导低息贷款、农机补贴等政策精准支持目录农作物,
实现投入环节“定向降本”。

第二,应围绕基本农作物目录构建收益托底机

制,开展差异化支持。 在粮食价格市场化与“粮财

倒挂”并存的背景下,仅依赖最低收购价已难以有

效保障农民收益。 为此,应将基本农作物作为优先

补贴对象,建立与经济作物价格联动的补贴机制,缩
小粮经收益差距。 同时,要通过发展订单农业、精深

加工与品牌建设,提高目录内农作物的市场附加值

和收益稳定性,推动“优质优价”,实现农民增收与

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统筹兼顾。
第三,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是保障基本农作物可

持续种植的关键。 农业生产面临自然风险与市场波

动的双重挑战,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应成为风

险防控资源配置决策的重要依据。 例如,推动农业

保险向基本农作物倾斜,重点推广覆盖成本、地租、
人工的“完全成本保险”及兼顾价格与产量的“种植

收入保险”, 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和收益预

期[19] 。 同时,结合目录农作物空间分布特征,构建

区域性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病虫害智能防控平台,
进一步提高防灾减损能力。

3.坚持科技创新,构建区域适应性耕作体系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差异显著,构建基本农作物目录必须坚持“因
地适种、因需定策”原则,统筹考虑气候特征、土壤

类型、资源禀赋、消费需求和技术基础等因素,推动

形成差异化、系统性、可持续的区域适应性耕作

体系。
一方面,基于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管控需

求,应在基本农作物目录构建的过程中加强耕地分

类管理。 按照耕地类别分别设定不同的目录种植要

求,同时健全耕地种植用途管控机制。 在此基础上,
各省(区、市)应立足本地自然资源和耕地条件,结
合区域比较优势和保障国家战略需求,制定更为具

体的作物种植方案,确保实现“宜粮则粮、宜经则

经、适地适种”。 例如,在鄂西生态区等地形破碎、
土壤退化的区域,可采用“网格化配额”方式严控经

济作物扩张。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是提升区域适应性种植能

力的根本支撑。 构建“适地适种”体系,需要推动种

质资源创新、农艺模式优化与农机农艺融合,系统提

升技术装备支撑能力和农业自然灾害防御能

力[20] 。 在品种培优方面,应推进品种区域定向选

育,依据各地气候、地力和居民消费习惯,联合科研

院所进行地方品种优化。 例如,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作物研究所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合作

选育的“济麦 23”强筋小麦,具有优质、高产、耐旱等

特性,广泛适用于黄淮海平原主粮生产区。 在农机

装备适配方面,应针对丘陵山区、林地等典型复杂生

态单元,研发推广小型化、智能化农机设备,推广林

下经济、设施农业等复合型耕作模式,提升生产效率

与土地利用效益。
4.推动绿色生产,强化生态约束效应

农业生产不仅关乎农产品供需平衡,更关系到

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生态安全。 构建基本农作物目录

管理制度,不仅要保障粮食稳定供给,还必须将生态

效应纳入种植结构布局与制度安排。
一方面,应强化绿色生产资料推广与制度化引

导。 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化肥减量、农药控制方面取

得一定成效,但农业面源污染仍未根本缓解。 在此

背景下,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应通过生态筛选

和技术引导,将绿色生产资料的推广和使用纳入制

度框架。 例如,通过扩大有机肥替代规模、降低生产

运输成本、实施施用补贴等措施,扩大有机肥使用覆

盖范围;在西北旱作区及设施农业带推广生物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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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地膜,减少白色污染;依托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

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提升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效率,
减少农药依赖。

另一方面,深化生产过程清洁化转型,夯实绿色

生产基础。 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仍

处于中低水平。 经科学测算,2024 年三大粮食作物

化肥利用率仅为 42.6%⑦,提升潜力较大。 同时,部
分耕地存在重金属污染、有机污染和退化压力,亟须

采取差异化绿色修复措施改善耕地质量。 基本农作

物作为资源和政策投入的优先保障对象,其生产过

程应当走清洁化、高效化和生态化道路,防止过度投

入引发生态负担。 例如,应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与

耕地质量提升工程,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

等精准施肥技术,提升化肥利用率与施用科学性。
对于污染较重的耕地,可推广“低积累作物+钝化

剂”协同修复模式,进行土壤消毒。 在生态脆弱区

和低效耕地上,应适度调减基本农作物种植密度,推
进节水抗逆等品种的适配优化,健全轮作休耕制度,
实现耕地生态功能与粮食生产功能的动态平衡。

四、粮食安全视角下构建基本农作物
目录管理制度的关键策略

　 　 为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

给,应进一步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因地制宜确定基

本农作物目录,加快构建“分类定级—动态管理—
协同治理”的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

(一)坚持分类定级,完善基本农作物种植目录

体系

基于国民膳食结构调整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

求,应坚持分类定级的思路,建立“核心保障类、战
略储备类、调节适应类”基本农作物三级分类管控

机制,实现对粮食等基本农作物的优先保护。
第一,核心保障类农作物要严格管控种植面积。

贯彻“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

安全观,将稻谷、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设定为核心

保障类农作物,并置于最严格、最优先的保护与监管

范畴。 此类作物是保障经济社会稳定的准公共物

品,大幅度的种植面积波动可能引发粮食价格波动

或供给紧张,并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潜在冲

击。 要以永久基本农田为基础,加强粮食生产功能

区监管,把粮食生产功能区落实到地块和具体作物

品类,通过分区分类设定标准的方式,保证稻谷、小
麦、玉米等核心保障类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筑牢口粮

绝对安全防线。
第二,战略储备类农作物要确保维持种植比例。

战略储备类农作物不仅有助于应对突发事件和国际

市场波动,还能增强我们应对环境变化和灾难性天

气的抗风险能力。 应聚焦大宗油料 (大豆、油菜

籽)、饲料粮、工业用粮等重要农产品,将对外依存

度高且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的农产品设定为战略

储备类农作物。 此类作物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产

业链稳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若过度依赖进口,一旦

国际供应链出现障碍,便可能造成国内市场价格飙

升、企业成本增加等连锁反应。 可结合各地的自然

禀赋和产业基础,合理确定大豆、油菜籽等战略储备

类农作物的种植区域和种植面积,确保一定水平的

自给率,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第三,调节适应类农作物要动态调整种植空间。

应将在部分地区或不同季节可与主粮作物形成互补

关系的绿豆、红豆、蔬菜等区域性特色作物设定为调

节适应类农作物,以满足国民膳食结构调整和农户

收益稳定的需要。 此类作物对国家粮食安全影响相

对较小,并在提升耕地综合效益、丰富农业产业结构

和满足地域特色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应在满足核心

保障类农作物和战略储备类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前提

下,鼓励农户根据自身耕地条件、劳动力状况和市场

行情,自主选择是否种植此类作物,兼顾种植主体收

益最大化与区域农业多样性。
(二)坚持动态管控,健全基本农作物目录调整

机制

基于核心保障类、战略储备类、调节适应类三级

基本农作物目录,建立耕地种植用途动态监测管控

体系,兼顾市场调节与农业结构调整,构建“供需监

测—产区评估—主体反馈—目录优化”的基本农作

物目录优化调整机制。
第一,供需监测。 供需监测是构建基本农作物

目录优化调整机制的首要环节,也是判断是否纳入

或剔除某种农作物的直接依据。 依托国家农业农村

部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国家统计局及全国

性行业协会等,精准掌握基本农作物产量、消费量、
进出口量及库存量等关键数据。 建立价格监测与预

警体系,对国内外基本农产品市场价格走势、供需结

构和潜在风险进行实时分析,并开展供需趋势预测。
根据供需结构变化和趋势预测情况适时调整基本农

作物目录或相关品种种植面积,以防范可能出现的

供给缺口与价格波动风险。
第二,产区评估。 在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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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根据区域资源禀赋、耕地质量和产业基础

等,对主要产区基本农作物种植进行综合评估。 一

方面,对水土、气候、基础设施等进行分析,判断该区

域是否具有粮食稳定高产潜力;另一方面,测算投入

产出比与成本收益率,评估当地农户种植意愿与产

业链配套水平。 根据产区评估结果科学确定基本农

作物重点种植区域,避免盲目跟风或资源浪费。
第三,主体反馈。 种粮农户或农业经营主体作

为粮食生产的核心决策单元,其种植行为受成本收

益比、市场波动耐受度及政策支持力度的综合影响。
要通过农户抽样调查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据直报

等形式,实时追踪经营主体对基本农作物种植的经

济性评价(如亩均净收益、资金周转周期)、技术适

配性需求(如智能农机渗透率、新品种接受度)及风

险管控诉求(如价格保险覆盖率)等内容,不断健全

预警机制。 根据监测预警结果及时启动响应程序,
有针对性地出台调整目录管理优先级、健全配套支

持政策、强化技术包精准投放等举措。
第四,目录优化。 在综合“供需监测—产区评

估—主体反馈”三级动态信息的基础上,由政府部

门组织相关专家对核心保障类、战略储备类、调节适

应类作物目录范围进行科学论证与调整。 要遵循试

点先行、分步推进的原则,针对目录管理过程中出现

的新问题、新挑战积极探寻解决方案,形成持续改进

的良性循环机制,建立基本农作物目录定期调整机

制,保障基本农作物目录的科学性和灵活性。
(三)坚持协同治理,形成基本农作物长效管理

格局

制定和实施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必须健

全数智监管体系,强化分类处置管理,创新多元治理

模式,形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

相协调的长效管理格局。
第一,健全数智监管体系,提升协同共管效能。

一是构建智能监测体系。 依托高分辨率卫星、多时

相航空影像及地面传感器网络,对基本农作物种植

情况进行动态监测。 结合 AI 光谱分析与纹理识别

算法,精准判别基本农作物种植类别,并通过区块链

技术对地块种植信息上链存证,确保数据可追溯、不
可篡改。 二是建立协同响应网络。 基本农作物目录

管理制度的实施涉及多个不同部门,各个部门都有

其粮食安全目标责任,需要多部门协同。 在国务院

领导下,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水利、生态环境、监察、
审计、统计等部门应各司其职,协同做好基本农作物

目录管理。 要建立“国家—省—市”三级联动的数

量质量一体化种植数据库,集成种植结构、耕地质量

与生态数据,支撑年度耕地利用更新评价与动态调

控。 三是完善分级预警与基层联动机制。 根据粮食

安全目标任务,划定“红黄绿”三色管控区域,分别

匹配月度、季度与年度不同强度的监测频次,并将村

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嵌入网格化巡查网络,与
卫星监测和无人机巡查等形成互补。

第二,强化分类处置管理,完善约束整改机制。
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分类有序做好耕地“非粮化”
整改。 一是快速整改类。 针对永久基本农田违规种

植蔬菜、油料等短周期经济作物的,建立快速纠偏机

制。 设立快速恢复窗口期,由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或

乡镇政府向农户发出整改通知,并提供相应技术指

导与替代作物种苗支持。 实施分级惩戒机制,对于

初次违规者可采取暂停部分补贴的方式进行督促,
对按期整改主体予以补贴补发。 在限期内仍未整改

到位者,可取消相关政策优惠或进行相应处罚。 二

是分期退出类。 针对速生桉、橡胶、槟榔等深根系经

济林木种植引发的耕作层破坏问题,实施分批退出

或转型机制。 设立分批整改窗口期,前期可先保留

部分种植面积,但须间作或套种主粮作物作为过渡,
过渡期结束需完成整改或转产。 建立差异化补偿制

度,对确有合理投入的农户进行一定比例的经济补

偿。 强化刚性约束,对到期仍不合规的,依法加大行

政处罚与问责力度。 三是特殊情形灵活处理类。 针

对设施农业、稻渔综合种养等兼具一定粮食生产与

产业链增值效益的,可适度延长整改或转型期限,但
需确保粮食作物产量保持一定水平。 相关部门可结

合专家评估结果,在确保核心耕地粮食功能的基础

上,为特色产业或复合经营模式留出一定空间,对于

确实不具备保留条件的项目,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

退出或改种。
第三,创新多元治理模式,保障种粮主体利益。

一是完善执法流程,强化法律保障。 要在法律法规

框架下对违规主体进行规范处置,对情节严重或拒

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相应处罚并追究相关责任。
同时,为减少农户损失,应在处置整改前公示补偿办

法及技术支持措施,并保障农户行政复议、听证等救

济权力。 二是优化财政补贴体系,筑牢种植收益保

护网。 在原有生产者补贴、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基础

上,通过提供免费化肥、种子种苗等多元化方式,为
核心保障类和战略储备类作物提供针对性支持;探
索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耕地保护责任落实挂钩制

度,将补贴发放与耕地质量监测结果、基本农作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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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情况动态绑定,强化地方政府与农业经营主体的

作物种植与耕地管护责任。 为减少不同品种间的收

益差异,可结合“完全成本保险” “种粮收益保险”,
建立产量与价格兼顾的风险防范机制。 对粮食主产

区和产粮大县实行与其粮食贡献度挂钩的财政转移

支付,以调动地方政府和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性。 三

是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调节功能。 探索种植额

度交易和碳排放额度交易等市场化工具,可以考虑

对基本农作物目录种植配额实行有偿流转,借由市

场价格信号引导优势地区适度扩种,提高优质耕地

的利用效率;对绿色耕作和生态修复行为给予碳减

排量或碳汇量的量化评估,加快推进其纳入区域碳

市场,拓宽农业经营主体收益来源。

五、粮食安全视角下构建基本农作物
目录管理制度的政策建议

　 　 新征程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不

断深化,构建和实施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成为

落实“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战略目标,以
及统筹耕地资源管控、优化农业结构与保障农民种

粮收益的重要支撑。 为此,必须立足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部署,加快构建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并通

过建立党政同责的政策执行体系,完善清单管理和

优化补贴政策等举措,全面提升基本农作物目录管

理制度的激励性、约束力与治理效能。
(一)将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纳入粮食安全战

略部署

要强化规划引领,将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

纳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核心框架,与《乡村全面振

兴规划(2024—2027 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

(2024-2035 年)》等有效衔接,优先确保目录基本

作物种植面积,同步关注“结构安全”和“营养安全”
等。 同时,要加强协同治理,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划定

“粮食生产优先区”,与“非粮化” “非农化”整治政

策联动,严格实施耕地占补平衡“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考核制度。 此外,要准确研判基本农作物目录

管理制度实施过程中亟待法律支撑的关键环节,对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和补充,明确目录管理制度

的强制约束力,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二)强化党政同责,执行基本农作物目录绩效

考核

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制度作为落实新粮食安全

观的重要制度工具,其有效性不仅依赖目录本身的

科学设定,更取决于执行层面的责任压实与过程管

控。 首先,要尽快修改完善粮食安全考核体系,将目

录作物播种面积完成率、违规种植整改率纳入地方

党政主要负责人考核内容,充分调动地方政府“抓
粮”和农业经营主体“产粮”的积极性。 其次,要以

县级行政区为考核对象,以乡镇为单位开展目录作

物种植监管整治活动,严格落实各级政府目录作物

保护责任,实行“红黄绿”三色预警,对连续两年不

达标地区启动问责。 最后,要建立健全数据质量控

制和审核机制,推行“数量达标率+质量提升率”双
重考核,将考核结果与财政转移支付挂钩,强化地方

政府主体责任。 同时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耕地利用

效能评估,重点监测中低产田改良达标率、复种指数

提升率等核心指标。
(三)完善清单管理,明晰基本农作物目录管理

权责

为解决耕地资源错配与种植结构失衡问题,需
构建分级分类、权责清晰的清单管理体系。 一方面,
要明确清单分类,抓紧制定“核心保障类—战略储

备类—调节适应类”三级作物种植清单,即核心保

障类(主粮作物,包含稻谷、小麦和玉米)实施种植

面积硬性考核并与耕地占补平衡挂钩;战略储备类

(大宗油料、饲料粮、工业用粮)推行市场化配额交

易机制,允许主产区向主销区转让种植额度;调节适

应类(特色杂粮)实行地理标志认证与区域品牌扶

持。 另一方面,要厘清清单管理权责,构建“中央定

规、省级配额、市县执行、社会监督”的综合负责制,
形成“中央统筹目录制定与技术规范,省级分解配

额与技术支持,市县落实种植与数字监测,经营主体

履行种植义务,第三方机构独立开展遥感核查”的

五方协同机制,实现基本农作物从分类到落地的全

流程管控。
(四)优化补贴体系,建立基本农作物目录奖补

机制

针对耕地利用过度趋利现象和“非粮化”问题,
要加快构建分类施策、价值转化与多元联动的奖补

机制。 首先,实施分类精准补贴。 对目录内主粮作

物实施生产者补贴,确保粮经收益相对平衡。 对因

目录调整需改种作物的主体,给予一定过渡补贴。
对稻鱼共作等生态模式,额外给予碳汇补贴及绿色

认证溢价。 其次,推动生态价值转化。 建立农业碳

汇交易市场,将生态种植产生的碳汇纳入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体系,对施用有机肥、生物农药的主体,开
放绿色信贷快速通道。 最后,激发多元主体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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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国有粮企+合作社+农户”等生产模式,对签订

收购协议的企业给予免税减息等政策支持,对智慧

农场、数字粮仓等创新项目给予配套补贴。

注释

①此处数据来自《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
国政府网,https: / / www.gov.cn / xinwen / 2019-10 / 16 / content_5440378.
htm,2019 年 10 月 16 日。 ②基本农作物是指为了满足人们基本生产

生活需要而大面积栽培的农作物,包括国家层面的基础性、战略性农

作物品种和具备种植历史、产业优势以及生产生活必备的区域性品

种。 ③此处数据来自《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规划(2024—2035 年)〉》,中国政府网,https: / / www.gov.cn / zhengce /
202504 / content_7017471.htm,2025 年 4 月 7 日。 ④⑤此处粮食自给

率=粮食总产量 / (粮食总产量+净进口量);数据由作者在国家统计

局网站(https: / / data.stats.gov.cn / easyquery.htm? cn = C01)查询相关

数据并整理所得。 ⑥此处数据来自《2019 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

公报》, 农 业 农 村 部 网 站, https: / / www. moa. gov. cn / nybgb / 2020 /
202004 / 202005 / t20200506_6343095.htm,2020 年 5 月 6 日。 ⑦此处

数据来自《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稳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网站,
https: / / www.moa. gov. cn / xw / zwdt / 202501 / t20250114 _ 6469150. htm,
2025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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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Countermeasure Consideration of the Basic Crop
Catalog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Security

Gao Qiang　 　 Chen Yijing
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hina’s food security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rising costs of grain cultivation, and increasing food imports. The basic
crop catalog management system contains the logic of controlling the use of arable land, improving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uarantee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basic crop catalog management system centered on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dynamic management, and collaborative gov-
ernance”, while strictly abiding by the red line of arable land, helping grain farmers reduce costs and increase efficiency, adhering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green prod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o ensure the long-term effectiveness of the
basic crop catalog management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incorporate relevant measures into the food security strategy, strengthen the
target assessment of the shared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improve the catalog list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optimize the subsidy policy system.

Key words:food security; basic crop catalog; arable land “non-grain us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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